
客观归责方法论的中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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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大量案例的分析表明，中国司法裁判上有时会对危险制造、危险的相当实现、危险升高作相对 

明确的表态，在经验判断之外进行规范判断，其方法论和客观归责论基本一致，使得中国司法实务对疑难案件 

的处理和德、 日等国没有太大差异。如果考虑到相当因果关系说缺乏下位规则，体系化、规范性欠缺等不足， 

在未来中国重视客观归责的方法论意义是理所当然的；承认实行行为论并不一定要否定客观归责论中的危险制 

造；是否采用客观归责论，与犯罪论体系的阶层化关联性很小。即便司法上未来不使用客观归责的术语，但在 

判断逻辑上也要将事实判断（经验判断）和 规范判断 （价值判断） 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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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客观归责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即在德国刑法学中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学说不同，该理论在 

中国刑法学和审判实践中都还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而且中国对于客观归责论的系统研究也仅有十 

多年的历史，因此，相关的理论和实务都还处在探索阶段。

本文将客观归责论在中国刑法理论上的研究及司法上的运作，都作为客观归责的中国实践加以 

讨论。分析进路是：( 1 )在中国因果关系理论中，早期承认必然因果关系说，后来接受偶然因果关 

系的概念。此外，也有承认因果关系中断说、相当因果关系说的主张。偶然因果关系说更多地与条 

件说接近。近年来，在传统因果关系理论之外，对于客观归责理论的肯定论、否定论以及部分修正 

理论都有不同的学者赞同，相关研究成为理论热点之一。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客观可归责性的判断 

和因果关系的检验，在客观的构成要件判断中应该分开进行。因果关系，是以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经 

验观点来判断结果原因；而客观可归责性，是以规范的观点来判断结果归责。结果原因的判断是结 

果归责的前提条件，在确定了某一行为是造成某一结果的原因后，再进一步以规范的观点来检验结 

果是否要归责于此一行为。中国刑法学通说没有进行这两个层面的区分，而把客观上的归咎问题统 

摄于因果关系论之下，存在不足。（2 ) 在中国刑事司法实务中，受通说因果关系理论的影响，大量 

案件按照必然因果关系加以处理。但是，对少数案件，立足于归责原理的规范判断也开始在案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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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使用，客观归责的方法论并没有被司法完全忽略。当然，也有少数案件由于缺乏客观归责的意 

识而出现定罪错误的情形。（3 ) 在未来中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务上，对结果归属的规范判断都 

必不可少，因此应该承认客观归责论。至于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表述方式肯定这一理论，则是见 

仁见智的问题。

一 、客观归责论在中国的理论展开

(一）我国因果关系理论的通说

学者认为，客观归责论在判断危险的实现上，考虑规范之保护目的等，是带有浓厚的规范性、 

价值论色彩的理论，而与其他因果关系理论（如相当因果关系论）有基本上的差异。① 与侧重于规 

范判断、价值判断的客观归责理论不同，我国处于通说地位的因果关系理论的显著特点是：深受哲 

学上因果关系理论的影响，且主要侧重于相对客观的事实判断。

1.必然因果关系说。如果危害行为中包含着危害结果发生的根据，并且规律性地导致危害结果 

发生的，行为和结果之间就具有因果关系。②该说的特点是：（1 ) 从行为出发进行推理。（2) 强调 

没有特定行为就不会有某种结果，特定行为中蕴含着发生特定结果的根据。（3) 其结论与条件说较 

为接近。例如，对于通常作为条件说来讨论的假定因果关系问题，我国学者根据必然因果关系理论 

进行的分析及其结论大致相同：A 濒临死亡，痛苦万分，恳请医生B 注射有毒针药，B 无奈只得同 

意。即便对A 不打针其也很快会死，但死亡客观上不是因为疾病而是B对 其注射针药。因此，医生 

B 的行为和A 死亡之间有必然因果关系。③此外，似乎可以认为，只要能够合理解释行为中蕴含结 

果发生的“必然的”、规律性的机制这一问题，适用必然因果关系说会得出和合法则的条件说相同 

的结论。④ （4 ) 必然因果关系说可用于处理大量常规案件。所以，学者认为，必然的联系是刑法因 

果关系的基本的、主要的表现形式，偶然的联系是非主要的表现形式，通常对量刑具有一定的意 

义，但有时也对定罪有影响。⑤

必然因果关系理论存在的问题是：( 1 )行为中是否必然包含结果发生的根据，行为与结果之间 

是否存在规律性联系，并非不言自明。（2 ) 大量案件中都存在介入因素，在碰巧因为其他因素的参 

与而发生结果时，必然因果关系的说服力大打折扣。

2.偶然因果关系说。在最初的实行行为因为介入其他因素而导致结果发生的场合，该介入因素 

和结果之间存在必然因果关系；而最初的实行行为和结果之间，则存在偶然因果关系。但无论是必 

然因果关系，还是偶然因果关系，在刑法上都认为存在因果关系，都要对结果负责。

对此，王作富教授认为：“偶然因果关系是指在一种现象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之下不存在产生某

①参见陈子平：《刑法总论》，元照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 172页。

②参见赵秉志主编：《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上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4页。

③参见王作富：《中国刑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 130页。

④当然，这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⑤参见赵秉志主编：《新刑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 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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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结果的必然性，它本身没有包括产生某种结果的内在的根据，最后的结果之所以发生，是偶然地 

同其他因素交错在一起了。而结果之所以发生的必然原因，是后一种原因，也就是偶然介入的原 

因。因而第一个原因与最后的结果之间是一种偶然的因果关系。”⑥王作富教授还分别讨论了最初的 

实行行为实施之后，介入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行为、介入自然力、介入被害人的行为之后，最终 

引起死伤后果的情形，其问题意识和相当性说、客观的归责论都有相同之处。只不过，学者认为所 

有的偶然因果关系都是刑法意义上因果关系的最终解决方法，从实践理性的角度看存在根本性问 

题，⑦无助于疑难案件的处理。

对于我国的偶然因果关系说，有学者认为其就是条件说。⑧ 这一评价是准确的。例如，在 A 交 

通肇事导致B 重伤，A 逃逸后，B 很快被C 驾驶的车辆撞死的场合，对于A 的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 

间的因果关系，我国学者通常作为偶然因果关系来处理，认为死亡结果出现在前后发生的必然过程 

的汇合点上。A 的行为与他人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偶然因果关系。⑨ 这实际上就是条件说的另一种 

说法。偶然因果关系说强调对介入因素的重视，同时对其影响力加以评价，有比必然因果关系说合 

理的一面。但是，偶然因果关系说也存在问题：（1 ) 与相当因果关系说相比，偶然因果关系说显得 

粗略，缺乏下位判断规则。（2 ) 偶然因果关系和必然因果关系的适用难以区分。必然因果关系中， 

规律性地导致结果发生的“规律”，既指科学法则，也指生活经验和常识。例如，甲为防止木材被 

盗，而用铁丝将其捆绑起来，然后通电。乙偶然淌水过河，到岸边时想拉住铁丝用力蹬上岸，结果 

被电死。学者认为，“通电本身就已经造成一种危险状态”，触电造成死亡在经验上是通常的。其 

实，这是介入被害人行为的案件，按理说属于偶然因果关系说讨论的范畴，但通说作为必然因果关 

系来讨论。必然/偶然因果关系的说法，成为一个理论上便利但内容空泛的表述工具。（3) 最终解 

决方法单一，容易扩大归责范围。在存在介入因素的场合，最初的实行行为以及介入因素都要对结 

果负责，这明显是和规范判断上的不法分摊相抵触的结论，等于放弃了对介入因素影响力的规范判 

断，没有关注到问题的复杂性，其理论穿透力有限。例如，在存在被害人参与的场合，如果足以确 

定被害人对结果负责时，就不能对行为人归责。针对偶然因果关系可能扩大归责范围的指责，我国 

学者认为，通过故意、过失要素，可以限定处罚范围；还应该通过行为的危害性概念限定处罚范 

围。® 我国刑事司法也明显受此影响。但这一观点在方法论上存在问题。

(二）我国因果关系理论的有力说

除上述通说之外，因果关系中断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在我国也有一定影响。这些理论比前述通 

说更侧重于规范判断，其方法论和客观归责的结果归属判断在很多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

1.因果关系中断说。该说认为在存在条件关系但有介入因素时，可能中断因果关系。例如，A 

伤害B ，运送B 就医的救护车翻车致B 死亡的，伤害行为和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中断。当然，

⑥同注③，第 137页。

⑦参见陈兴良主编：《刑法学》（第2 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2页。

⑧参见张明楷：《刑法原理》，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 170页。

⑨参见王作富主编：《刑法》（第5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7页。

⑩参见冯亚东、李侠：《从客观归因到主观归责》，《法学研究》2010年第4 期，第 12 4 页；注③，第 135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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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入行为人的行为、被害人的特殊体质、恶劣的外部环境等因素进而导致死伤后果的场合，通常 

因果关系并不中断。〔11〕⑪

对因果关系是否中断的判断，内含规范判断因素，是限制条件说适用范围的理论，其效果和溯 

及禁止论相同。但其缺陷是：（1) 难以在司法上证明先前存在的因果关系是由于后来介入的因果关 

系而中断的。例如，被 A 故意伤害的B ，因为医生C 的治疗失误而死亡的，如果要说C 的行为使得 

原先的因果关系中断，司法上就需要证明A 的行为有导致B 死亡的可能性，否则就谈不上中断与否 

的问题。但这样的司法证明往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反过来，如果能够作出类似证明，那么，最 

初足以致死的危险制造行为是否就能够切断和结果之间的规范联系，也还是一个疑问。（2 ) 介入后 

的因果关系在和之前已然存在的关系之间，原本就没有任何关联性时，因果关系“中断”一说就无 

从谈起。例如，A 打击B ，导致后者轻伤，但面部留下疤痕。对自己的容貌十分在意的B 觉得无脸 

见人而跳楼自杀的，由于A 对 B 造成的轻伤“结局”早已出现，谈不上基于B 个人意愿的自杀还 

能 够 “中断”因果关系的问题。（3 ) 退一步讲，即便肯定存在因果关系中断的情形，介入因素如 

果是第三人的故意行为时，其对结果是否有支配力，是否使得离结果发生很远的条件在事后被排 

除，而只需由直接导致结果发生的条件负责，都是需要进行规范判断的问题，仍然回到了归责的问 

题上，而不再停留在因果关系的事实判断层面。〔12〕

2.相当因果关系说。条件说或偶然因果关系说作为判断的基础，得到我国很多学者认同。为进 

一步限定处罚范围，部分学者提出相当因果关系说。例如，曲新久教授认为，在许多刑事案件中， 

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需要通过科学鉴定的方式解决。但是，科学也不可能解决全部法律问题，所 

以，认定因果关系，还离不开经验法则，离不开法官的经验判断，也离不开司法经验的不断积累。 

用拳头打击他人，被害人体质异常，或者受伤地点离医院太远导致被害人不能及时得到救治而死亡 

的，均因为存在相当性而不影响因果关系的成立。〔13〕此外，黎宏教授、刘艳红教授也都在借鉴日本 

刑法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支持相当因果关系说。〔14〕

(三）中国刑法学关于客观归责论的研究

近十多年来，中国学者主要遵循德国刑法学的思考进路，对客观归责理论的研究对象、基本概 

念、判断原则、体系定位、具体适用等进行研究。有的学者明确肯定客观归责的四层次判断体系： 

( 1 ) 条件关联，即查明因果关系；（2 ) 相当性关联：确定具有刑法意义的事实联系；（3) 风险性 

关联：评价事件的义务违反性关联；（4 ) 保护目的性关联：评价事件的法益协调性关联。〔15〕在客观 

归责的判断原则上，学者们多基本采用Claus Roxin教授提出的制造法益危险、实现法益危险与构成 

要件的效力范围这三大规则，肯定在德国具有最大公约数的理论， 类似研究，虽然在独创性上有

〔11〕参见阮齐林：《刑法学》（第3 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 85页。

〔12〕参见周光权：《客观归责论的方法论意义》，《中外法学》2012年第2 期，第235页。

〔13〕参见曲新久：《刑法学》（第3 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 101页。

〔14〕参见黎宏：《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 101页以下；刘艳红：《客观归责理论：质疑与反思》，《中外法学》2011 
年第6 期，第 1219页。

〔15〕参见吴玉梅：《德国刑法中的客观归责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 135页。

〔16〕参 见 [德] 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 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47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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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欠缺，但毕竟打开了观察德国相关理论的窗口，为研究客观归责理论架设了一座有益的桥梁。〔17〕 

学者们也大多主张借鉴客观归责理论的分析框架，从而为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乃至归责理论的发 

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18〕

最近一、两年来，在主张对传统犯罪构成理论进行阶层化改造成为有力说的大背景下，客观归 

责论成为中国刑法学的新的理论“增长点”。〔19〕其中，对客观归责方法论意义的研究，〔20〕对是否需要 

借用被害人自我答责原理来解释被害人危险接受的法理反思，〔21〕对客观归责理论为过失犯构建的全 

新不法理论的研究，〔22〕以及根据客观归责理论限定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范围的研究，〔23〕都非常引人 

注目。可以预料，未来对客观归责论的主体构架、优劣得失，及其与司法实务关系的全面探究和争 

论，必定会迈向新的高度。

二、客观归责论在中国的司法实务

因为中国通说未采客观归责论，在当前的司法判决中，明确采用客观归责论的判决几乎没有， 

因此，对于实务上是否采用了结果归属的规范判断方法，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

熊琦博士认为，由于我国刑法学通说不承认客观归责论的独立地位，因此在实务中，对客观归 

责论采取的都是“隐性化处理”方式，包括：（1 ) 将归责因素分散于主客观要件的“挪移路径”； 

( 2 )将其转换为因果关系中断问题的“价值论路径”。而这两种解决方式，最终都是“此路不通”， 

只有承认建立在规范维度上的现代客观归责理论，对相关问题的解决才能圆满。〔24〕他所指出的现象 

确是存在的。

但是，认为我国司法实务对涉及客观归责的问题都采取了“隐性化处理”方式也是片面的。就 

是说，我国司法上在某些时候虽然没有使用客观归责的术语，但实际上采用了 “显性客观归责路 

径”。同时，也需要看到，由于因果关系中断说和溯及禁止、相当性说甚至客观归责论之间的关系 

颇微妙，〔25〕熊琦博士认为因果关系中断说的解决方式没有进行规范判断的观点，或许值得商榷。我 

认为，在客观归责论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的中国，司法上如果在具体的案件中肯定因果关系中断，就

〔17〕类似的主要观点参见：冯军：《刑法中的客观归属理论》，北京大学法学院刑事法学科群编：《犯罪、刑罚与人格：张文教 

授七十华诞贺岁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 168页；陈兴良：《从归因到归责：客观归责理论研究》，《法学研究》2006年 

第2 期，第85页；王扬、丁芝华：《客观归责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 17页以下；徐永安：《客观归责 

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以下；张亚军：《刑法中的客观归属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78页以下；周光权：《刑法各论》（第2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 102页。

〔18〕反对的观点，参见注⑭，刘艳红文，第 1220页。

〔19〕附带指出，即便中国的犯罪成立理论不采用阶层体系，对客观可归责性也可以放在“犯罪的客观要件”部分进行检验。因 

此，如同在犯罪四要件说之下可以讨论相当因果关系说一样，肯定客观归责论并不以采用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为前提。

〔20〕参见车浩：《假定因果关系、结果避免可能性与客观归责》，《法学研究》2009年第5 期，第 146页；注⑫，第228页。

〔21〕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中危险接受的法理》，《法学研究》2012年第5 期，第 175页。

〔22〕参见吕英杰：《论客观归责与过失不法》，《中国法学》2012年第5 期，第 120页。

〔23〕参见王莹：《先行行为作为义务之理论谱系归整及其界定》，《中外法学》2013年第2 期，第 124页。

〔24〕参见熊琦：.《从 “戏言逼死人命”案看客观归责的“规范之维”》，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 （第 11卷），人民法院出版 
社2012年版，第3 页以下。

〔25〕例如，部分中国学者作为因果关系中断论讨论的问题（参见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 225 

页），在日本是相当因果关系说、溯及禁止论研究的对象，在德国则可能用客观归责论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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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能够认为其采用了结果归责的方法论。

因此，原本涉及客观归责论的案件，在中国大致通过三种方式加以处理：（1) 仅仅将预见可能 

性、过失作为切入点的“转换处理”；( 2 ) 运用偶然因果关系说或者条件说的“简化处理”； 

( 3 ) 对部分案件，运用了结果归属的方法论或检验逻辑。

(一）将客观归责判断转换为对犯罪过失的认定

这种处理方式，是将原本应该优先判断的结果归属问题置于一边，优先判断预见可能性是否存 

在，从而将作为焦点的客观归责问题转换为犯罪过失要件。

[田玉富被判过失致人死亡案] 被告人田玉富为使其妻逃避某种手术，而对工作人员谎称其妻 

要到住院部三楼厕所洗澡。骗取工作人员信任后，在厕所里，被告人田玉富用事先准备好的尼龙绳 

系在其妻胸前，企图用绳子将其妻从厕所窗户吊下去逃跑，但其间绳子断裂，致使其妻康滕青从三 

楼摔下后当场死亡。

湖南省麻阳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田玉富用绳子将妻子捆住从高楼吊下致 

死，其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严重后果而没有预见，致其妻死亡，其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 

罪。据此，判处其有期徒刑3 年，缓刑3 年。宣判后，被告人未提出上诉，公诉机关也未抗诉。〔26〕⑳

但是，本案与我国司法实务中不少被定罪的“因打赌引发被害人自杀”的案件一样，都可能首 

先涉及被害人自我答责问题， 〔27〕而不是一开始就进行过失成立与否的判断。〔28〕对此，有学者认为， 

被害人康滕青的行为符合被害人自我答责的条件。从客观条件上看，被害人康滕青当然具有处分自 

己身体健康或者生命法益的权利；从主观条件上看，作为一个成年且理智的人，被害人康滕青对于 

结绳从三楼滑下的危险是能够认识的，而且不存在被告人田玉富欺骗、强制被害人康滕青的情形。 

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康滕青仍然决定冒险，结果发生了自己死亡的后果。虽然这一结果是被告人 

和被害人都不希望发生的，但并不能因此将该结果归责于被告人，而是应当由被害人自我答责。因 

此，本案被告人田玉富应当是无罪的。〔29〕当然，如果认为被害人仅仅接受冒险的行为，对死亡后果 

并不接受，也可能得出被害人自我答责的法理被排斥的结论。但无论如何，在这样的案件中，首要 

的难题不是过失的确定，而是必须优先判断客观上谁应该对结果负责。

[王凤被判过失致人重伤案] 被告人王凤在为其同学石某结婚当伴娘时，因害怕被闹新房的人 

折腾，就躲到了新郎薛某家的卫生间内，并手持一把锥子从门缝伸出，口中大喊：“不要过来，谁 

过来我就捅谁”。闹新房的崔某等人发现卫生间有人后，欲推开卫生间的房门。崔某在后面的多人 

往前推的过程中，被告人王凤用锥子刺中崔某前胸，造成其外伤性心脏损坏，经法医鉴定为重伤。

对于本案，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存在争议的是其定性：被告人究竟构成故意伤害罪、还是过失 

致人重伤罪？能否认定其成立正当防卫？或者认为是意外事件？最终法院以过失致人重伤罪判处被

〔26〕参见湖南省麻阳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05)麻刑初字第111号判决书。

〔27〕参见冯军：《刑法中的被害人自我答责》，《中国法学》2006年第3 期，第97页。

〔28〕在我看来，张明楷教授否认被害人自我答责原理，而对危险接受的判断采用正犯意义上的支配关系之存否，这更像是运用 

综合判断的方法，从规范的角度将结果归属于制造法益风险的正犯，背后仍然是客观归责的方法论（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中危险 
接受的法理》，《法学研究》2012年第5 期，第 188页）。限于篇幅，对此问题只能另行讨论。

〔29〕参见江溯：《日本刑法上的被害人危险接受理论及其借鉴》，《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2年第6 期，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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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人有期徒刑1年，缓刑1 年。〔30〕

和前面的[田玉富被判过失致人死亡案] 一样，法院首先以过失切入并不妥当。因为在这两个 

案件中，被告人对结果都不可能没有预见，所以，预见义务的判断原本不是问题。值得讨论的是被 

害人的行为：如果被害人是典型的自赴风险，被告人因为对结果不用负责，就谈不上成立过失犯罪 

的问题；如果被害人的行为明显有瑕疵（例如，受欺骗或者对风险无认知），则行为人可能成立过 

失犯罪。所以，需要优先讨论的是谁对结果负责这一结果归属要件，而非预见可能性问题。就 [王  

凤被判过失致人重伤案] 而言，行为人对他人用锥子刺击，制造和实现了法益风险，而不是被害人 

自赴风险或其他人推被害人的行为与结果有关联。不过，在本案判决中，被害人及第三人的行为对 

于结果归属的判断究竟有何影响，未得到充分讨论。这并不是说法院的判决结论不可接受，而是其 

司法逻辑存在问题。因为按照法院的观点，如果最终想定罪就说被告人有预见可能性；不想定罪就 

说其没有预见可能性。这与结果归属要进行事后判断、预见可能性要进行事前判断且不能任意修改 

结论的法理不符。

(二）运用条件说（偶然因果关系说）简化处理客观归责问题

应该承认，在中国司法实务中，对许多疑难案件仅进行了事实上的条件因果关系判断，从而绕 

开结果归责的焦点、难点，对案件进行简化处理。虽然司法结论有可能正确，但其说理不透彻。

[陈美娟被判投放危险物质案] 被告人陈美娟因琐事与邻居陆某有仇，遂将农药打入被害人门 

前丝瓜棚的多条丝瓜中。次日晚，被害人吃了有毒的丝瓜后，出现上吐下泻的中毒症状。被害人送 

医后，因农药中毒引发糖尿病高渗性昏迷低钾血症，医院对此诊断不当，仅以糖尿病和高血压症进 

行救治。被害人因抢救无效于次日早晨死亡。针对被告方就死亡与投毒无关的辩解，一、二审法院 

均认为，被害人系因“中毒诱发糖尿病高渗性昏迷低钾血症，在两种因素共同作用下死亡，没有被 

告人的投毒行为在前，就不会有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31〕据此，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对被告人判处 

死刑，缓期两年执行。〔32〕

法院在这里明显采用了偶然因果关系说（条件说）。但是，本案其实涉及比较复杂的归责问题， 

即医生的诊断失误对于陈美娟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是否有影响力。不过，司法上回避或者简化处理 

了这一问题，基本放弃了规范维度的归责判断，对多种因素都和结果有因果关系时，为何只需要行 

为人承担刑事责任，而认为医生并不符合医疗事故罪的构成要件语焉不详。类似判决，在法院处理 

的疑案中并非少数。

[胡光文涉嫌交通肇事案] 2013年 2 月2 1 日1 4时许，胡光文驾驶车辆在经过某高速路隧道时， 

没有遵守限速标志及进入隧道需开大灯的警示。在进入隧道后，胡光文发现有一位老人迎面走在路 

中间，避让不及将老人撞飞。他停下车后，只是查看了一下车辆，没有对被撞老人实施救助，也没 

有报警，而是驾车逃离现场。被撞老人倒在路上，被随后过往的多辆车辆碾轧死亡。

检察机关认为，行人进入高速公路自身有一定责任，但胡光文没有救助被撞老人而是驾车逃离

〔30〕参见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2001)刑初字第168号判决书。

〔31〕参见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通刑一初字第41号判决书，二审全面认可一审理由。

〔32〕对本案被告人定故意杀人罪似乎比定投放危险物质罪更为妥当。对此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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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也要承担刑事责任，据此，安徽省岳西县检察院以交通肇事罪将胡光文批准逮捕。〔33〕

但是，本案的核心问题是：高速路隧道原本就不应该有人出现，行人进入高速路时应对相应的 

危险自行负责。即便驾驶者未遵守限速标志及进入隧道需开大灯的警示，也不能在规范上认为驾驶 

者胡光文违反了“应该对高速路上可能有人行走保持谨慎”的客观注意义务，不能认为行为人制造 

了法所反对的危险。此时，对进入高速路的行人的保护已经超越了规范保护目的，而在构成要件的 

射程之外。虽然胡光文的行为事实上引起了行人的死亡，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条件关系，但其也不 

是该当构成要件的交通肇事行为，难以进行客观归责。根据规范的评价基准，这种情况仅仅是一个 

“不幸”的事故，而不涉及“不法”。而司法上不能仅仅因为存在“不幸”的结果，就推导出司机 

行为不法的结论。

[丁琳被判故意杀人案] 被告人丁琳驾驶出租车，行驶至一座小桥下坡处时，将醉倒在此处的 

被害人李某碾压于车下。肇事后，被告人丁琳下车查看，并将被害人从车底下拉出，丢弃在路边， 

后驾车逃离现场。后被害人李某被他人送至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

法医鉴定：被害人系内脏损伤，创伤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医院病历证明：被害人被撞昏迷有45 

分钟，在送到医院后约一分钟左右死亡。被告人供述，李某被拖出车后还哼哼了两声。

经有关机关现场勘查，认定死者李某趴在桥下坡约5 米 处 （桥全长 1 4米）偏右位置。经开车 

实验，该位置在汽车上桥时是不能发现的。而在汽车从桥顶下坡时，如果是在夜间就难以发现；即 

便能够发现，也肯定是近距离的，来不及采取措施。

对于本案，法院认定被告人丁琳有救助义务，主观上对他人死亡具有间接故意，因此，以故意 

杀人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3 年。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未上诉。㉞

法院关于被告人有救助义务的说法是否可以接受，还值得讨论。法院在这里明显适用条件说， 

未触及死亡的归责问题。但是，按照客观归责理论，可以认为丁琳的行为没有实现法益危险，死亡 

结果归属于被害人李某自己的行为。〔35〕

法院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我国在不作为义务上采用形式说，在因果关系上采用偶然 

因果关系说。对此，有学者指出，如果从客观归责的逻辑出发，先行行为只有对损害结果有可归责 

性，才能引发阻止该损害结果发生的义务。因此，应该以客观归责标准衡量先行行为，并对其进行 

合理限定。在这个意义上，先行行为必须是一种风险创设行为，且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风险关联。〔36〕 

那么，就 [丁琳被判故意杀人案] 而言，法院简单地认为丁琳有作为义务，就是不妥当的。在丁琳 

履行义务而注意到桥下有人时也来不及采取结果避免措施的场合，应该认为行为和结果发生之间没 

有规范上的联系，不能认为先行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风险关联，因此，不能认为其有作为义务 

(构成要件结果的客观支配不可能原则）。当然，对于丁琳而言，可能值得处罚的是其把被害人丢弃 

在路边而逃跑的作为行为，因为即便是一个没有救助义务的人，发现体弱多病但尚未死亡者时，将 

其从明显能够得到他人救助的场所移置到人迹罕至的场所，创设他人死亡危险的，该行为也能够被

〔33〕参见王庆峰：《高速路撞人不救逃逸司机被批捕》，载 《检察日报》，2013年3 月2 8日。

〔34〕参见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02)天刑初字279号判决书。

〔35〕其实，原因自由行为的法理要求醉酒者能够对一定结果负责，说明将本案的死亡结果归属于被害人存在可能性。

〔36〕参见注〔23〕，第 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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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为作为的“杀害”行为，能够将结果归属于这种作为。因此，对丁琳定故意杀人罪，实质不是 

因为其“消极地”不履行作为义务，而是因为其“积极的”杀害行为。

[黄金波被判交通肇事罪] 被告人黄金波驾驶无牌照的大货车行驶到某路段时，将车调头逆向 

停放在公路的路侧且未设置警示标志。该车与酒后无证驾乘无牌两轮摩托车行驶至该路段的被害人 

潘某、黄某发生碰撞，造成两被害人死亡。被告人黄金波在事故发生后驾车逃逸。法院认定被告人 

违章停车，且肇事后逃逸，最终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 年。〔37〕

应该说，违章逆向停车、未设置警示标志是制造法益危险的行为，但该危险是否达到了交通肇 

事罪的规范所反对的程度，交通肇事罪的规范效力范围究竟是什么，并不是没有疑问。另外，即便 

认为条件关系存在，但本案中的风险从规范评价的角度看，应该认为是由被害人的行为所实现。除 

非被告人违章逆行导致被害人被撞死，风险由被告人实现才没有问题。因此，对本案被告人作无罪 

处理似乎更为妥当。

(三）运用客观归责论的法理处理案件

对客观归责论，至少可以在两个层次上加以理解：（1 ) 作为刑法规范判断方法的客观归责论。 

这个意义上的客观归责论，和相当因果关系说之间没有对立关系，相当性存否的判断是客观归责的 

方法之一。〔38〕因此，承认相当因果关系说，得不出排斥客观归责论的结论。相当性判断方法存在于 

客观归责论内部。（2 ) 作为故意犯既遂、过失犯成立条件中的结果归属、危险实现的“技术性” 

判断的客观归属论。危险实现能够对行为人创设危险的具体经过加以妥当说明，‘在这个意义上，因 

果经过的通常性、刑法规范究竟要保护什么，都是在客观的归责判断时必不可少的。司法上对客观 

归责论的运用，就是要考察只有行为人对自己创设的危险有实际上的作用，并导致结果发生的，才 

能得出危险由行为实现的结论。

如果承认客观归责就是在客观上过滤对结果不重要的因果联系，并对危险实现进行相当性、规 

范性判断，那么，就可以认为，在中国的司法实务中，并不排斥客观归责的观念和方法论。只不过 

在很多情况下，实务的特色是将归责的规范判断和条件关系的事实判断融合在一起考虑，而不是像 

德国法院那样相对明确地在对结果原因的经验判断之后，再进行结果归属的规范判断。但是，只要 

对中国法院的部分判决进行细致分析，就会依稀发现司法上在运用因果关系的条件说之后，再进行 

客观可归责性检验的实务轨迹。

一方面，在个别司法解释上，最高人民法院事实上认可客观归责的理念。例如，在关于交通肇 

事罪的司法解释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根据行为人负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的不同情 

形确定犯罪成立的可能性。例如，重伤3 人以上，但负事故次要责任的，不构成交通肇事罪。〔39〕这 

种在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分摊不法或风险的作法，明显属于规范评价层面的归责问题，与客观归责 

论具有相同的逻辑。

另一方面，实务上针对某些疑难案件的处理，也不仅仅只有事实判断而没有价值规范判断，司

〔37〕参见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泉刑终字第208号裁定书。

〔38〕参 见 [日] 曾根威彦：《刑法总论》（第4 版），弘文堂2008年版，第77页。

〔3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 11月 1 5日）第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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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经常在审查行为是否属于导致结果发生的“有力”原因，其司法逻辑和客观归责论中制造法益 

风险的判断方法相一致。与其说中国法官在按照通说处理案件，不如说法官在按照条件说加上生活 

经验、规范常识确定客观的归属问题。

换言之，就具体的案件处理而言，如果承认相当性判断是客观归属的一个基准，肯定相当性判 

断 “能够根据相当性的观点排除非类型的因果过程的结果归属”，从而与客观归责理论有关联，具 

有内在一致性，〔40〕那么就可以说，在中国司法实务中，并不是没有使用客观归责方法。此外，对涉 

及被害人参与的案件，司法上必然会在被害人的不法和行为人的不法之间进行斟酌、衡量，这也是 

对客观归责论的运用。因此，即便司法判决没有使用通常所说的制造法所反对的危险、实现法所禁 

止的危险、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等表述方式，但在事实的因果关系之外，进行结果归属判断的方法 

论或者潜意识在我国司法实务中是存在的。对此，结合司法机关审理的相关案件进行分析。〔41〕

1. 涉及制造法益危险的案件

[宋某被控交通肇事案] 被告人宋某驾驶大货车发现误上高速路后掉头逆行，与刘某驾驶的车 

辆相撞。事故发生后，宋某未按规定设置警告标志及开启警示灯等措施，而是弃车逃离现场。刘某 

报警后，在车后的超车道内放置了反光警示标志，警告后来车辆注意避让。随后，警察赶到现场处 

理事故。在事故处理过程中，何某酒后驾驶奥迪汽车超速、超载从超车道向事故现场驶来，未采取 

任何避让、刹车措施即冲入事故现场，先后撞击了之前发生事故的刘某、宋某的车辆，奥迪汽车起 

火后烧毁，何某及车内5 人死亡，站在大货车旁的2 人重伤。交通管理部门鉴定：宋某未按规定设 

置警告标志及开启警示灯并弃车逃逸的行为，是导致何某等人死伤的主要原因，应负事故主要 

责任。

检方对宋某以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法院以宋某对事故负次要责任为由作出无罪判决。法院认 

为，宋某虽未按规定采取设置警告标志及开启警示灯等措施，弃车逃逸，但其行为尚不构成交通肇 

事罪，死伤事故是由何某违章驾驶所造成，切断了宋某的违章行为和死伤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不 

应承担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42〕

对于本案，法院在因果关联性的判断上，明显采用了客观归责的方法论。法院认为，宋某未按 

规定设置警告标志、开启警示灯，弃车逃逸，其行为固然危险，但不是制造后续死伤结果的行为， 

即宋某第一次的违章行为与第二次发生的交通肇事行为及其产生的危害结果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 

法益风险由何某制造，即何某酒后驾驶，认识、控制能力减弱，髙速超载驾车，看到警示标志后未 

采取任何措施，撞击前方事故车辆，是造成车毁人亡的“有力”原因，法益风险也由此得到实现， 

何某应该对此次事故负责。〔43〕从本案的归责反过去看前述[黄金波被判交通肇事罪]，就会发现法 

院对该案因果关系的判断依据不如本案充分。

〔40〕参 见 [韩] 金日秀、徐辅鹤：《韩国刑法总论》，郑军男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 162页。

〔41〕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刑事判决书普遍存在说理不透彻的现象，对因果关系的判断过程在判决书中缺乏描述，可能使用 

存在必然因果关系或者直接因果关系等表述，但不使用类似于相当性、客观归责的术语，使本文的研究变得困难。相关分析结论在 

其他学者看来，也就可能会有不同的说法。

〔42〕参见朱平：《交通肇事罪中的违章行为与危害后果的因果关系如何认定—— 宋某交通肇事案》，谢望原、赫兴旺主编：《中 
国刑法案例评论》（第 1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347页。

〔43〕此外，被害人自我负责、第三人专属领域等法理，也能够用来排除对宋某的客观归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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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新被判故意伤害案] 1999年 6 月 1 6日晚8 时许，被告人王安新因邻里纠纷，冲入被害人 

杨某家，用一把带靠背的椅子对准杨某头部砸了一下，致其昏倒在地。被害人被他人送往县医院治 

疗。1999年 9 月 1 0日，被害人杨某因左侧硬脑膜下慢性颅内血肿出现昏迷等症状，再次到县医院 

住院进行血肿清除手术。同年1 0月经法医检验，杨某的头部损伤为重伤。

对于本案，被告人王安新辩解：行为人的行为导致被害人当时昏迷住院，与事隔近3 个月被害 

人出现颅内血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本案事实不清，不能认定被告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

对此，法院基于以下三点认为伤害行为和重伤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1 ) 被害人就诊时，医 

院的诊断症状与法医检验结果、两次C T 报告相符，均为慢性硬膜下血肿。（2) 被害人两次住院的 

伤情均为头部伤，与被害人受伤的部位相一致。（3) 重伤结果的出现是被害人的伤情逐步加重的结 

果，与慢性硬膜下血肿呈现“进行性加重”的表现症状相一致。由此，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对被告人 

王安新判处有期徒刑5 年。〔44〕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未上诉。

本案判决值得肯定之处在于：由于中国刑法中的故意伤害罪不是暴行罪，司法上必须对是否存 

在足以导致伤害的行为，以及行为是否可能制造重伤、死亡危险进行分析，在本判决中，法院基本 

做到了这一点，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危险实现的路径，在结果归属的判断上说理相对透彻。

2. 涉及危险相当实现的案件

[刘志永被判非法行医案] 被告人刘志永没有取得医生执业资格，非法行医，延误治疗，导致 

被害人心源性心脏病发作死亡。被告人辩解，死亡是因为被害人的疾病，与行医行为无关。对此， 

法院判决认为，该结果“与被告人刘志永没能准确及时诊断病情，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45〕

在本案中，法院判决虽表述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在被害人疾病和行为人制造法益风 

险共同导致结果发生的场合，隐含对结果归属于哪一种行为的规范判断，即法益风险相当性、通常 

性地得到实现的场合，应该将结果归属于行为。法院的判决虽未使用客观归责的名称，但内含规范 

判断：非法行医延误治疗的行为会创设危险，并使死亡结果发生，危险的实现是相当的、通常的， 

是由实行行为在后续的因果过程中使得危险增加到规范上重要的程度，进而引发死亡结果。

[张兴等被判绑架案] 被告人张兴等人绑架他人，在转移被绑架人过程中，遭遇车祸，导致被 

绑架人受撞击后因颅脑损伤而死亡。法院在判决中认为异常因素的介入导致被害人死亡，与绑架行 

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是绑架行为“致使被绑架人死亡”。〔46〕这是对危险实现的异常性而非相当 

实现作出规范判断的判决。

但是，应该承认，在实务上也存在对危险实现的判断明显不当的案件。后面的两个案件都是 

如此。

[王燕明被控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案] 被告人王燕明驾驶出租车在上海市某路口，和同向 

行驶的一辆人力三轮车相撞并逃离现场，致使人力三轮车骑车人罗某受伤倒地后未及时得到抢救， 

随后被高某驾驶的大货车再次撞击并当场死亡。

〔44〕参见河南省息县人民法院（2000)息刑初字第64号判决书。

〔45〕参见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徐刑终字第296号裁定书。

〔46〕参见陈进龙：《张兴等绑架案》，最高人民法院第一至五庭编：《刑事审判参考》 （总第87集），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 
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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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案，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王燕明系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故对其判处有期徒 

刑 7 年。二审法院认为：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只能限定为逃逸行为造成被害人因得不到 

救助而自然死亡。在本案中，“被告人王燕明撞击被害人的人力三轮车致被害人倒地后，被害人已 

经在慢慢爬起，这说明被告人的逃逸行为并未造成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自然死亡的结果，而是在 

负有过错责任的高某的介入下，才产生了被害人被撞死的结果。所以，被告人的逃逸仅是被害人死 

亡的条件，其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只是一种间接的因果关系。”由此认定被告人属于交通肇事后 

逃逸的情形，但死亡后果不能归属于被告人王燕明，其无须承担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从而 

判处其有期徒刑4 年。〔47〕但是，将逃逸致人死亡限制解释为逃逸行为造成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 

“自然死亡”，明显和注意规范保护目的不符，也没有考虑结果归属的可能性，是司法上缺乏规范评 

价的观念、逻辑上比较混乱的体现。

[穆志祥被控过失致人死亡案] 被告人穆志祥驾驶农用三轮车载客，在经过某村路段时，见前 

方有县交通局工作人员正在检查过往车辆，因自己的农用车欠缴有关费用，穆志祥担心被查到受 

罚，遂驾车左拐，驶离 3 0 6公路，并在李学华家附近让乘客下车。因车顶碰触村民李学明从李学华 

家所接电线接头的裸露处，车身带电。先下车的几名乘客，因分别跳下车，未发生意外，也未发现 

车身导电。后下车的乘客张某由于在下车时手挂在车尾的自行车车梁而触电身亡。

现场勘验表明，被告人穆志祥的农用三轮车出厂时高度为147cm，但穆志祥在车顶焊接行李 

架，致使该车实际高度235cm (按有关交通管理法规的规定，该种车型最大高度应为200cm)。李 

学明套接李学华家电表，套接火线距地面垂直高度为228cm，且该线接头处裸露（按有关电力法规 

的规定，电线对地距离最小高度应为2 5 0 c m以上，故李学明所接的火线对地距离不符合安全标准）。

对于本案，检察机关对穆志祥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起诉，法院作出无罪判决。相关的判决理由 

是：死亡发生是由多种偶发原因综合造成的，包括李学明所接的照明线路高度不符合安全用电的要 

求、电线裸露、接头处无绝缘措施等。因此，被告人的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没有必然的、直接的因 

果关系。〔48〕

但是，这一结论可能并不合理。如果被告人穆志祥不违规使用农用三轮车载人，不随意偏离公 

路，不对车辆改装，同时对路边可能有电线等履行客观的注意义务，死亡结果可以避免。特别是改 

装车辆并驾驶超髙车辆上路，明显制造了不被允许的危险，构成要件结果并不是不能支配的。被告 

人对自己曾做过改装的车辆的高度有特别认知，对车辆超高可能触及其他物体进而产生危险、对农 

村可能私搭电线、只要是电线就可能裸露因而就应该避免触及，等等，都有客观的预见可能性。即 

便其不能认识到电线裸露，但对超高车辆不避开悬挂在空中的物体会带来危险，或者被包裹的电线 

被碰撞也可能产生危险，仍有回避义务。行为人违背规范所要求的客观义务，进而发生死伤后果 

的，不能认为法益危险是以异常方式实现的。因此，按照客观归责论，可以认为穆志祥的行为明显 

增高法律风险，且应对车辆增高所带来的危险负责。这一结论也符合注意规范保护目的—— 禁止改 

装车辆的目的，既为了防止触及路上的电线或其他可能给车上人员安全带来危险的空中物体，也为

〔47〕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 0 0 1 )沪二中刑终字第165号判决书。

〔4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第二庭编：《刑事审判参考》（总第2 8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 3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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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防止车辆因为改装超载。行为人制造风险，并在本案中因为与其他因素相结合使得危险具体地实 

现，就不是“不幸”，而 是 “不法”。

本案的处理说明，中国司法人员的事实归纳能力和规范判断能力都有待提高。其实，在运用经 

验知识、经过理性判断发现能够回避某种结果时，行为人就需要对危险的实现负责，客观归责的检 

验就能够实现，而不是轻易得出被告人无罪的结论。

3 .被害人体质特殊与危险实现的判断

对被害人体质特殊的案件，即便侵害行为轻微，中国司法实务上也通常会认为存在偶然因果关 

系或者条件关系，从而得出被告人有罪的结论。

[龚建清被判过失致人死亡案] 被告人龚建清与被害人张某因经济纠纷发生争吵，并用手朝被 

害人胸部推了一下，随后双方发生短时互殴。经旁人劝说，被害人张某退回货车驾驶室内，随即口 

吐白沫，扑在方向盘上。当晚，张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张某右前臂擦伤，左大腿 

根部挫伤，其损伤轻微，死亡原因系蛛网膜下腔出血。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是引发被害人病理病变最为客观、直接的原因”，因此被告人的 

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有因果关系，同时，被告人具有伤害他人身体的故意，据此，以故意伤害罪判 

处其有期徒刑7 年。二审法院认为，被害人张某“自身潜在疾病发作在致死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 

而外伤及争吵引起的情绪激动等诱发因素也是客观存在的”，但被告人是基于疏忽大意过失造成被 

害人因自身潜在疾病发作而死亡，故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3 年，缓刑 4 年。〔49〕由 

此可见，一 、 二审对因果关系的认定并不完全相同：一审认为，被告人的行为虽是结果发生的诱 

因，但与死亡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二审认为病变诱发因素只是间接因果关系。

上述判决采用了偶然因果关系说，也可以认为其采用了客观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在被害人体质 

特殊的场合，虽然没有认识到该事实，但被害人体质特殊，这是客观事实。因此，殴打体质特殊者 

是否会导致死亡，就成为判断相当性的资料，从而得出因果关系存在的结论。

但是，上述判决结论是可质疑的。因为中国刑法中的故意伤害罪不是暴行罪，伤害行为是对生 

理机能有损害的行为，轻微殴打、推搡不是类型化的伤害行为。因此，如果按照客观归责论，会否 

认行为制造法益风险，也会认为结果是异常而非相当的实现，不能将结果归属于行为此外，客 

观归责论对于行为人创设的危险是否在结果中以相当的程度得到实现的判断，考虑了对具体发生结 

果的客观预见可能性问题。被害人体质特殊的案件，因为没有这种客观的预见可能性，所以，结果 

归责被否定。

[刘旭被控故意伤害案] 被告人刘旭驾驶机动车经过某路段时，和骑车人张某（6 9 岁）因为通 

行问题发生争吵，后被告人推了张某的肩部并踢了张某腿部。2 小时后，张某胸部不适送医，经抢 

救无效死亡。法医鉴定：张某因患冠心病，致急性心力衰竭死亡。法院认为，被告人打击被害人的 

部位并非要害部位，其行为只是死亡结果发生的诱因，但与结果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必然的、合乎

〔49〕参见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 0 0 2 )南刑终字第222号判决书。

〔50〕当然，在德国、日本、韩国等国的判断中，对于被害人体质特殊的情形，法院依据相当性说作出的判决也可能前后不一。 

例如，在对患有脑水肿的被害人实施暴行导致死亡的场合，法院可能否认因果关系。但在被害人的高血压、心脏病等成为问题的情 

况下，却承认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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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的内在关系，因此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从而宣告被告人无罪。本案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心脏 

病，殴打是诱因，而从一般社会常识分析，该诱因并不必然引发死亡结果。〔51〕

但是，本案和前述的 [龚建清被判过失致人死亡案] 的差异在于，被害人是6 9岁的老人，即 

便是一般青壮年人能够承受的相对轻微的殴打，对被害人而言也会造成损害，因此在归责上似乎可 

以认为，被告人刘旭的打击行为加重被害人的心脏负担，即使其最终因为冠心病死亡，但考虑被害 

人年龄、打击部位、暴力方法等，也可以得出能够进行结果归责的肯定结论。

4. 合法替代行为与危险升高理论

[赵达文被判交通肇事案] 被告人赵达文驾驶汽车行至某路口时，因超速（该路段限速6 0公 

里/小时，被告人的车速高于7 7公里/小时）采取措施不及，其所驾车辆轧在散落于路面上的雨水 

井盖后失控，致其冲过隔离带进入辅路，与正常行驶的杨某所驾驶的汽车和骑自行车正常行驶的刘 

某等人相撞，造成 3 人死亡、2 人受伤。经交通管理部门认定，被告人赵达文负此事故全部责任。〔52〕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赵达文违章超速驾驶车辆，且未尽到注意义务，在其发现散落在路中的 

雨水井盖时，采取措施不及，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据此，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 年， 

缓刑 3 年。

二审法院认为，五名被害人在此次交通事故中，均无违章行为。在无其他行为人违章的前提 

下，认定赵达文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并无不当。“赵达文所驾驶的车辆确实轧在散放在道路上的 

雨水井盖，但轧上井盖是否必然导致该案的发生，缺乏证据证明。而现有证据却能证明赵达文在肇 

事时车速已超过该路段的限速标志，因赵达文违章超速，故遇井盖后已无法控制车速，导致采取措施 

不及，是造成此次肇事的一个原因，赵达文上诉提出事故的原因是由井盖引起的，理由不充分；驾驶 

员驾车行驶是一项危险作业，其有义务随时‘注意’道路上的各种状况，以便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赵达文由于超速驾驶，致使其遇到紧急情况后，尽管已采取措施，但已不可避免，造成三人死亡、二 

人受伤的重大交通事故，对此赵达文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由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判断对定罪理由的说明较为详尽，但在能否要求赵达文对结果负责这一问题上，仍然 

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客观归责论一般认为，虽然行为人违反规范的行为造成了损害，但是，如果在其实施合法行为 

结果也会发生时，就不能认为行为实现了法益危险。不过，实施合法替代行为，可能使结果发生的 

可能性或者盖然性降低的，因为行为人没有实施合法替代行为，致使结果发生的盖然性升高的，能 

否进行归责，一直是有争议的何题。在本案判决中，法院明显借用了危险升高理论，认为超速是提 

高事故发生率的盖然性情况，从而升高了法益风险。二审法院关于“赵达文在肇事时车速已超过该 

路段的限速标志，因赵达文违章超速，故遇井盖后已无法控制车速，导致采取措施不及，是造成此 

次肇事的一个原因”的说法，明显是将其与井盖偶然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这一因素进行比较以 

后，对行为的现实危险性的评价，是对超速会导致法益风险升高的另一种说法。

但是，法院在没有查明合法行为（不超速）是否会引起后果，并未确定如果履行义务则结果不

〔51〕参见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2 0 0 5 )刑字第24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52〕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5)一 中刑终字第3679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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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生时，就认定结果归属于超速行为，可能违反了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只要在司法上认 

为，行为没有达到接近于导致结果发生的“确实”程度，难以肯定结果由过失所引发，结果发生成 

为概率极低的事件，就难以进行客观归责。此外，危险在多大程度上升高到足以归责的程度，难以 

确定化、数值化，也不能不说是法院判决的硬伤。所以，本案的处理，虽然运用了客观归责的法 

理，但在很多方面还值得推敲，这也说明风险升髙理论可能存在缺陷。

[吴峥、潘天明等人被判重大责任事故案] 被告人吴峥、潘天明等人负责组织工人对柳州市某 

大桥伸缩缝内的橡肢进行更换。案发当晚2 1 时 5 0 分许，因雷雨大风，桥上及施工现场照明灯熄 

灭 ，无法施工，被告人潘天明等人明知应当将所有障碍物清理完毕后才能离开现场，但只将在桥上 

被风刮倒的部分隔离栅栏拆除后即离开工地，留下5 个水泥墩在桥面上。4 0分钟后，公交司机周某 

驾驶大客车经过该桥面时，与倒在一侧的水泥墩相撞，致使该车失控左转冲上北侧人行道，撞开护 

栏后坠入河中，造成司乘人员7 9人死亡的特大事故。有关鉴定意见是：施工方和驾驶方的行为， 

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对于本案，检察机关以重大责任事故罪指控被告人吴峥、潘天明等9 名施工负责人及现场施工 

工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周某不具备驾驶公交车的驾驶员资格；肇事车系非法改装车，迅速 

制动性能不好；驾驶员遇雷雨天气仍超速行驶，没有采取制动及有效回避措施，临时处置不当，是 

事故发生的必然原因，应当负事故全部责任，9 名被告人无罪。

对于本案的因果关系，一 、二审法院均认为，大客车坠江系与留置在桥上的水泥墩相撞所致， 

“驾驶员的资格及肇事车的改制与本案被告人的行为、定性无关”，9 名被告人達反规章制度和施工 

惯例的行为发生在生产中的各个环节，“直接地、主要地导致7 9人死亡、公交大客车报废的特大事 

故，其行为均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53〕

在本案中，法院对施工方和驾驶者的危险性进行了规范衡量，对各自行为和法益危险实现之间 

的关系进行了规范判断。法院的逻辑是：水泥墩被非正常留置在行车道上，在天黑停电的情况下， 

对于结果发生具有通常性，可以认为危险是通过相当的方式得以实现。同时，司机的行为对结果也 

具有原因力，违章超速、临时采取措施不当等，与死伤结果的发生之间并不是没有条件关系。此 

时，需要进行规范判断：谁对结果的支配力大？最终，法院将危险实现归属于施工人员，司机不需 

要对死亡结果负责的结论是妥当的，因为在雷雨交加的夜晚，将水泥墩置于桥上，即便司机不违 

章、不超速，在发现桥墩后采取措施，结果发生的概率也极高。因此，对本案的处理，司法实务上 

明显借用了客观归责的方法论。

上述分析表明，在中国刑法学中，虽然没有成为通说的、系统的客观归责论，但并不意味着中 

国的刑事司法和德国、日本有特别大的差异。 一 方面，是因为各国大量的刑事案件都是盗窃、故意 

伤害等罪，运用条件说即可解决问题，行为是否制造法益风险的判断相对容易。另一方面，对于疑 

难案件，中国刑事司法通常也会按照从行为到结果的顺序，设想结果的发生是否由行为所引起，考 

虑事实上的条件关系，这是对自然科学知识有所了解的司法人员的通常选择；接着，从结果出发， 

反向探究结果的出现是否可以归咎于行为，这是规范上结果归属的考虑。经过规范评价上的归责判

〔53〕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 0 1 )桂刑终字第137号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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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在司法上限制了过度扩大条件因果关系的缺陷。因此，在案件处理方法和结论的妥当性上，中 

国和日本、德国基本上没有差异。当然，尚不能根据类型化的、规范化的客观归责论明确排除结果 

归属范围并将相关意见表述在判决书中，更多是出于规范感觉、归责的潜意识来处理疑难案件，这 

是中国和日本、德国司法在方法论上的差异。

三、客观归责论的中国前景

只有行为人在违反法规范，对法益制造风险，而这个风险在具体的结果中实现，且结果存在于 

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内时，由这个行为引起的结果，才可以算是行为人的“作品”，归责给行为人， 

这样，经验上及归责上的检验才没有问题。因此，中国刑法学应该借鉴德国的客观构成要件判断方 

法：在结果原因的判断上采用条件说，再按照客观归责论解决具体的结果归属问题。这也应该是未 

来中国刑法学思考客观归责论时的切入点。

(一）应当承认客观归责论的方法论意义

必须承认，在很多时候，客观归责论在案件处理结论上与相当因果关系说相同：都要以日常的 

生活经验、已知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且都离不开法官的内心确信、规范判断，也都要考虑结论 

是否偏离国民的法感情，使司法上的专业判断和国民的规范感觉尽可能保持一致。但是，客观归责 

论在方法论上，仍然有超越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地方。

1 .相当性的判断，检验基准单一，不能从不同的侧面进行反复检验，导致限制条件说范围的目 

的难以实现。同时，因为缺乏下位规则，在方法论上比较粗疏、随意，“相当”或 者 “不相当”在 

疑难案件中端赖于个人直观感受，使得指控犯罪变得比较容易。要避免这样的问题，就必须采用 

“问题的思考”方法，以及类型化、规范化的判断方法，这恰是客观归责论的长处。

2 .根据相当因果关系说的逻辑，有相当性就应该归责。但在实务上，大量存在“有相当性” 

但难以归责的情形。这里略举几例：（1 ) 高尔夫球手在比赛中将观众击伤的，行为和结果之间有相 

当性，但难以归责。相当性说可能用体育比赛行为来阻却违法，但是，该阻却违法的理由能否适用 

于伤害参赛者以外的情形，并非不能质疑。而客观归责论能够用被允许的危险的法理@来解释行为 

没有实现法益风险问题。（2 ) 在 前 述 [赵达文被控交通肇事案] 中，超速行驶和死伤结果之间存 

在相当性，但能否归责，按照客观归责论却需要审慎讨论。（3 ) 对于降低法益风险的行为，按照相 

当因果关系说，行为和结果之间的相当性存在，只能得出行为符合构成要件的结论，再在违法性阶 

段用紧急避险理论阻却违法。此时，相当性说的解释力有限，且在判断上叠床架屋，与法理不符。 

( 4 ) 对于被害人体质特殊的案件，司法上大多采用客观的相当因果关系说肯定相当性存在，但是， 

对血友病人、心脏病人造成轻微的伤害，最终被害人因为体质特殊死亡的，在经验上并不是“通 

常”的，按理应该一律否认相当性。但是，相当因果关系说会得出肯定因果关系的结论，这与其理

〔54〕对被允许的危险概念及法理进行质疑的观点，参见张明楷：《论被允许的危险的法理》，《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 11期， 

第 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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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出发点并不一致。〔55〕

3.应该说，相当性说从实质上看，并不属于因果关系理论，而属于归责论。但是，相当性说的 

规范判断程度有尽量趋向于事实判断的侧面。例如，对于A 为避免小孩B 被火车撞上而奋力将其推 

倒，致 B 轻伤的降低法益风险行为，相当因果关系主要从事实的角度出发，判断客观存在的推开行 

为与伤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性、经验上的通常性，再用紧急避险理论来阻却其犯罪性，这是在归责 

上规范性判断程度不高的表现。而客观归责论中的降低风险观念，考虑小孩的死亡是否被避免，死 

亡和伤害比较哪一种法益对被害人更为重要，从而在构成要件判断上进行规范的、价值的衡量，这 

是价值评价程度较高的规范判断，所得出的结论相对而言是更为合理的。其实，客观归责论所要讨 

论的是作为结果犯的既遂要件，毕竟和事实上、科学意义上的原因探讨不同，结果能否看作行为人 

的作品，归属是否妥当，是结果犯的成立要件之一，在很多时候，必须进行事实之外的规范程度较 

高的判断，即客观归责是根据法的、规范的观点，判断法律上客观的责任之有无或范围。这样的要 

求，仅将相当性判断作为唯一规则的相当因果关系理论难以做到。

(二）回应晚近中国刑法学对客观归责的若干讨论

近年来，在研究客观归责问题时，有些学者对其提出了质疑，有必要加以回应。

1.制造法益风险是否只是实行行为论的问题。张明楷教授认为，客观归责论提出的归责基准， 

基本上是对其他领域的部分结论的归纳，由客观归责理论解决的问题，大多可以通过实行行为、条 

件关系（相当因果关系）、预见可能性、结果回避可能性、违法性判断、量刑规则等解决。在这个 

意义上，客观归责论有过度使自身体系化之嫌。〔56〕由此出发，他认为，制造法益危险，属于实行行 

为论的问题。“在我国，应当强调构成要件符合性概念以及各个要素的重要性，并应保留实行行为 

概念，故不能直接照搬德国的客观归责理论。”〔57〕按照他的思路，如果在实行行为的判断上借鉴制造 

法益危险的全部内容，在因果关系问题上采用合法则的条件说，并重视狭义的结果归属问题，客观 

归责理论就是不需要的。曲新久教授与张明楷教授一样，强调重视实行行为，而认为无须突出客观 

归责的意义。“一个人只能对自己的实行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当危害结 

果发生时，要使某人对该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就必须查明他的实行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客观上存在 

因果关系。”㉚类似观点，在日本也有学者赞同。例如，井田良教授就曾指出：客观归责论实际上是 

将实行行为论与因果关系论的判断结合在一起。因此，如果肯定实行行为论和因果关系论，就没有 

采用客观归责的必要

但是，上述观点存在以下五方面的问题：（1 ) 的确，在行为人制造危险并达到具体的程度、状 

态时，不能说和实行行为性没有关联。但是，客观归责论和实行行为论并不是互斥的，因为行为危 

险性的大小，在 “危险的实现”判断中也发挥重要的作用。将结果不法与危险的行为联系起来，正

〔55〕相同的观点，参 见 [意] 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注评版），陈忠林译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版，第 118页。

〔56〕参见注⑧，第 169页。

〔57〕张明楷：《也谈客观归责理论》，《中外法学》2013年第2 期，第 306页。
〔58〕同注〔13〕，第 100页。

〔59〕参 见 [日] 井田良：《刑法总论的理论构造》，成文堂2005年版，第 6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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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构成要件论要探讨的问题。〔60〕( 2 ) 如果说客观归责论主要用来处理过失犯、结果犯，那么，理论 

的核心显然就不是法益风险的制造，而是法益风险的实现。张明楷教授肯定结果归属、规范判断的 

重要意义，却否认客观归责理论，有自相矛盾之嫌。更何况，他主张将我国现行的因果关系拆分为 

事实的因果关系和结果归属两部分，分别进行事实判断和规范判断，这种观点可以说和客观归责论 

并无差别。（3 ) 说实行行为是符合构成要件、具有法益侵害之紧迫危险的行为，实行行为必须是类 

型性的法益侵害行为，这样的思考方法本身就是对客观归责论方法论的借用。（4 ) 张明楷教授采用 

合法则的条件说，却否定制造法益风险判断的独立价值，将其作为判断实行行为的下位规则，未必 

是正确的结论。正如有韩国学者指出：“在因果关系判断上采取合法则的条件说的学者必然要采取 

客观的归属理论。”〔61〕( 5 ) 承认危险制造，同时也可以承认实行行为概念，这并不会影响刑罚的一 

般预防效果。因为要归属于客观构成要件，行为仅仅是结果发生的原因是不够的。刑法规范向社会 

一般人发出禁止、命令，其与一般社会生活上个人应当履行的客观注意义务、谨慎义务具有内在一 

致性。存在违反这种规范要求而创设危险的行为，是客观构成要件判断的前提。将制造规范所反对 

的危险作为归责对象，等于是对一般人在社会中被要求的客观注意义务的强调、宣示，是对规范效 

力的稳定，在这个意义上，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担心承认制造法益危险规则、不 

突出实行行为概念会影响刑罚的一般预防效果，是多余的。

2 .犯罪论体系是否必须阶层化才能容纳客观归责论。陈兴良教授认为，在我国目前的犯罪构成 

四要件说中，没有客观归责论的容身之地，只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才能为客观归责论提供理论空 

间， 从而对客观归责论能否在当下中国“开花结果”存在担优。

但是，客观归责论是对行为是否有刑法意义、行为的危险是否现实化为结果的判断，其实仅涉 

及对客观构成要件的规范化判断问题，即在事实的因果关系之外肯定法律的因果关系问题。换言 

之，客观归责论是刑法“规范判断方法”的运用，只涉及客观要件判断的“技术问题”。同时，考 

虑到结果归属应该成为评价结果犯的客观构成要件的必要要素，客观归责就是判断特定结果犯的既 

遂要件、归属基准的判断方法，与采取何种犯罪论体系的关系不大。英美法系强调法律的因果关 

系，其理论意蕴和客观归责论大致相同这一点，也说明无论采用何种犯罪论体系，都应该能够容纳 

结果归属的理论—— 当然，这样讲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犯罪论体系没有阶层化改造的必要性。

(三）客观归责论的未来

1 .无论是我国的偶然因果关系说还是相当因果关系说，都缺乏下位规则，体系化、规范性思考 

欠缺。因此，在事实判断（经验判断）之外，按照结果归属的逻辑进行规范判断（价值判断），保 

持不同判断方法的位阶性，是未来中国刑法学必须面对的课题。

2 . 中国许多坚持相当性说的学者，明显因为存在“路径依赖”，而仅在“名称上”排斥客观归 

责论。如果坚持相当因果关系说，并对其与法益风险实现的关联性、危险增加、合法则的因果关 

系、被害人自我负责、规范保护目的等进行特别的讨论，使得相当因果关系说被修正，变得更加精

〔60〕参见[日]山中敬一：《刑法总论》（第2 版），成文堂2008年版，第279页。

〔61〕同注〔40〕，第 165页。

〔62〕参见陈兴良：《客观归责的体系性地位》，《法学研究》2009年第6 期，第 4 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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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其方法论就是客观归责论的。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并非一定要使用“客观归责论”这样的 

术语，而是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归属规则，从而使每一个归属规则都变得相对精密、 

可靠、不出错。

3 .应该看到，客观归责论的独特价值是对规范判断、价值判断的特别提示。这对中国的司法实 

务意义尤其重大。其实，在中国司法实务中，最成为问题的，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的确 

定问题，而是归属范围的规范判断或评价问题。中国司法上通常不进行归责的判断，由此导致不少 

案件处理错误。因此，引人客观归责理论来改造司法行为，将规范判断贯彻到所有案件中，是一个 

很紧迫的任务。一方面，须知即便像开枪杀人这样的案件，也 是 “因为刑法不准许一个无理由开枪 

打死他人的事实存在，而不是有人开枪打中他人的基础事实自动成为可被非难的事实”。〔63〕另一方 

面，要进一步改变在某些案件中进行规范判断时，对因果关联性是否存在的事实判断和规范性的归 

属判断同时进行（一元的判断方法）的做法，从而形成司法判断上结果归属的“方法二元论”：在 

因果关系的判断环节，考虑法益危险是否由行为人引起，是否属于与行为人无关的“偶发事件”； 

在归责环节，考虑结果是否无法规范地评价为行为人的“作品”，仅属于“不幸”的事件。

4 .虽然在司法上必须类型性地、规范地解决归责问题，但也要注意审慎处理归责判断和事实判 

断之间的关系，不能追求过于脱离事实判断的结果归属判断，这是中国未来有必要防范的危险。因 

为，归责判断使得刑法的规范评价变得相对容易，客观归责寻找处罚的“规范根据”的进路可能使 

得对处罚的实质根据的论证成为不必要，这与限制条件说范围的初衷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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